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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绿色创新已成为

学术界及各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

队数字化背景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的，

而企业的动态能力在此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在非高科技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研究建议，企业应重视引入具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并强化资源

整合能力，政府也应协同发力，通过差异化政策和平台共建，支持企业走好绿色与数字协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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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macro-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integration between global green-low-carbon tran-
s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ow firms can leverage digital means to drive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in academia and various sectors. Drawing on panel data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2014~2023, this study empirically reveals that a 
top management team (TMT)’s digital background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firm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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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effect is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alleviating fi-
nancing constraints, with dynamic capabilities playing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Heteroge-
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impact of TMT digital background on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pro-
nounced in non-high-tech and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study recommends that firms should 
emphasize recruiting executives with digital expertis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cities. Meanwhile, governments should collaborate through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and 
co-building platforms to help companies navigate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green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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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已成为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明确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以及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化正

成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也为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提

供了新路径[1]-[3]。在这一进程中，绿色创新作为衔接经济与生态目标的核心机制，日益凸显其战略价值。

它不仅关注技术进步，更将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效益内嵌于创新过程中，追求多重目标的协调统一[4]。
然而，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常面临因资源争夺与组织惯例惰性所带来的内部冲突[2] [5] [6]。
有研究甚至指出，数字技术的创新潜力可能被高估[7]，部分情况下还可能抑制企业创新活动[8] [9]。因

此，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不仅依赖于技术本身，更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数字领导力，以

有效应对资源与管理层面的冲突[10] [11]。 
作为数字领导力的重要载体，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景即其成员在信息技术、数据分析与数字转型方面的

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能够通过认知烙印机制，持续影响企业的创新方向与战略选择。在绿色与数字融合的背

景下，这类高管能够更精准地识别技术趋势，整合跨领域资源，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12]。然而，目前

关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仍不清晰，需要从微观层面展开机制性检验。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影响路径与内在机理。研究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融资约束–绿色创新”的整合视角出发，构建传

导模型，并引入动态能力作为调节变量，以揭示其作用的边界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绿色创

新与高阶理论在数字化背景下的理论内涵，也可为企业构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

政府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高阶梯队理论 
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的战略选择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深受其认知基础与经验特征的影响[13]。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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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强调，高层管理团队的结构、构成与行为整合过程共同塑造企业战略方向与创新轨迹[14]。随着理论

演进，研究重点已从个体特质转向团队整体特征，尤其关注其在动态环境中的协同决策机制。基于此，

本文认为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景作为一种关键认知特质，能够通过数据驱动的洞察与资源配置，显著影

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 

2.1.2. 烙印理论 
烙印理论认为，个体在敏感期所受的环境影响会形成持久认知与行为模式，并持续作用于其后续决

策。高管的数字化经历正是这样一种“认知烙印”，使其在技术识别、资源协调与创新管理中表现出显

著优势。研究表明，职业生涯中的关键经历会深刻塑造管理者的战略偏好与执行路径[15] [16]。因此，具

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更可能把握绿色技术机遇，推动企业构建融合数字与绿色的创新体系。 

2.1.3. 资源基础观 
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源于其拥有资源的异质性与不可模仿性。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

景正是一种稀缺认知资源，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与难以复制性[17] [18]。这类资源不仅为绿色创新提供技

术与知识基础，还能通过优化组织流程与协同机制，提升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因此，将数字化背景视为

战略资源，有助于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内部资源重构，突破绿色创新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具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团队日益成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力量[19]。从认知

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视角看，数字化背景会系统性地重塑高管的认知框架与决策逻辑。基于认知图示理

论[20]这类高管通常具备信息技术与环保技术的交叉知识结构，更易于识别和整合绿色技术机遇中的数

字要素。他们倾向于采用数据驱动的思维模式，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发展趋势，从而在复杂

信息环境中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对绿色创新可行性的判断信心[21]。基于前景理论[22]，数字化背景的高

管在风险评估中往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偏好结构。由于其专业经验中累积了大量关于数字技术迭代与市

场应用的隐性知识，他们对绿色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具有更高的耐受度，更倾向于将资源

投入预期价值高但存在不确定性的绿色项目。这种风险偏好使其在决策时更关注长期技术收益而非短期

波动[23]。在技术实施层面，其专业背景也有助于企业构建信息系统、挖掘数据潜力，最终实现绿色技术

的前沿突破[24]。此外，这类高管能够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他们依托先进的分析工

具，精准评估不同绿色创新项目的边际效益，将有限资源集中配置于潜力最大的领域[25]，从而提高整体

创新绩效。在战略决策层面，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可显著提升环境相关决策的质量。其专业能力增强了

高管团队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助于在决策中引入更全面的信息资源与专业视角，减少决策偏差[26]。同

时，他们在战略执行中既能提供技术指导，也能促进跨部门协作，提升决策落地效率[27]。根据高阶梯队

理论，高管的认知结构与价值观会深刻影响企业战略[14]。具备计算机等相关背景的高管，往往能凭借其

专业认知与社会网络，在创新启动与执行中发挥关键作用，优化从决策到产出的全过程[27]。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3.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障碍。当面临较强融资约束时，企业往往被迫削减研发投

入，转向周期短、风险低的常规项目，严重影响绿色创新的持续推进[28]。而具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团队，

能够从以下两方面缓解这一困境。数字化背景的高管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29]。他们擅长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规范、及时的信息披露机制，将绿色创新

进展、环境绩效与财务数据精准传达给资金方。这种透明化的沟通有助于增强市场信任，降低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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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门槛，为企业争取更多绿色信贷与投资支持。此类高管能够借助数据分析能力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他们通过构建智能财务系统，识别冗余资源并将其精准配置于绿色创新等核心领域。

同时，对绿色项目现金流实施动态预测与管理，可加快资金周转、缩短回报周期，从而增强企业自身“造

血”能力，减轻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融资约束的缓解，直接提升了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设备升级与人

才引进方面的投入能力[30]。资金充裕也使企业更敢于投入高风险、高潜力的前沿绿色技术，并拓展与科

研机构、环保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创新成果的转化与落地，最终系统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融资约束在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4. 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在动态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数字化背景高管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增强，但对其缓解融资

约束的积极影响却可能被削弱，这一双重调节效应的内在机理源于动态能力所扮演的“资源赋能”与“资

源消耗”双重角色。在资源赋能层面，动态能力通过其环境感知、资源整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机制，为数

字化背景高管将技术认知转化为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关键支撑[31]。具体而言，灵活的组织架构与顺畅的

决策流程使高管能够迅速捕捉绿色机遇，并系统性地将数字工具与研发活动进行匹配，从而提升创新效

率[32]。同时，动态能力中的快速迭代与重构机制，赋能高管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例如

通过大数据优化绿色供应链或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能效，实现对创新项目的持续优化[33]。在此情境下，当

企业处于技术迭代快、政策导向明确或市场机会窗口显著的外部环境中，动态能力的资源赋能效应尤为突出。 
然而，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审视，动态能力的构建与维系本身是一项资源密集型活动[34]。根据 Teece 

(2007)的经典界定，企业为维持其动态能力，必须持续投入大量的财务资源、管理注意力与组织资源于感

知、捕捉与重构过程之中[31]。当企业面临高强度竞争、资源普遍稀缺或处于转型攻坚期时，动态能力所

引发的内部资源竞争会显著加剧。此时，用于探索新机会、重构业务流程和试验绿色技术的内部资源需

求急剧增加，不仅会推高企业整体的资源渴求度，更会直接削弱数字化背景高管通过改善信息透明度所

能带来的外部融资边际效用。因此，动态能力越强的企业，其内部资源竞争效应可能越明显，从而部分

抵消数字化背景高管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积极作用。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企业的动态能力加强了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H4：企业的动态能力减弱了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 

2.5. 研究模型图 

本研究构建模型图可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diagram 
图 1. 研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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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14 年~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参照既有文献的

做法，本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 剔除 ST、*ST 等特别处理的公司样本；(2) 剔除金融类、剔

除保险类公司的公司样本；(3) 剔除存在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经上述处理，共得到 15,430 个样本观测

值。本文利用软件 STATA17.0 进行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自变量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选自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经手工

整理得到。因变量企业绿色创新指标数据选自 CSMAR 数据库。中介变量融资约束选自 CSMAR 数据库。

调节变量动态能力、控制变量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和 CNRDS 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3.2.1. 解释变量 
高管的数字化背景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决策。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35]，筛选上市公司董监高个

人特征数据中的高管所学专业包含信息、智能、软件、电子、通信、系统、网络、自动、无线、计算机的

样本，并计算该企业当年符合条件的观测数总和即为企业当年具有数字化专业背景高管数量，将具有数

字化背景的高管总数加 1 取自然对数以此衡量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 

3.2.2.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参考王馨(2021)的绿色创新测量方法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绿色

专利清单》IPC 代码，对上市公司取得的专利进行识别认定，因此选取企业绿色创新(GreTotal)：以绿色

发明专利数量加 1 取对数衡量[36]。 

3.2.3. 中介变量 
由于 SA 指数的构建在绝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郑重远和邵艳红(2025)的方法[37]，

使用 SA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计算方式如下： 
 2

IndexSA 0.737 size 0.043size 0.04Age= − × + −   

3.2.4. 调节变量 
本文借鉴杨林等(2020)的研究方法[38]，从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 3 个维度对企业动态能力

进行测量。“动态能力”则通过对上述三项指标加权求和得到[39]。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具体

操作如下。 
(1) 创新能力，采用样本公司年度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比例两个指标来综合评价，对这两个指标

的数据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加总得到创新能力综合值，即： 

 
( )
( )

( )
( )

RD RD IT IT

RD RD IT IT

X min X min
IC

max min max min
− −

= +
− −

  

(2) 吸收能力，采用研发支出强度即样本公司年度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 
(3) 适应能力，采用样本公司年度研发、资本以及广告 3 种主要支出的变异系数来反映企业资源分配

的灵活程度，进而测量企业的适应能力。为使变异系数值与适应能力保持方向一致，本文对变异系数取

负值，调整后的变异系数值越大，表示企业适应能力越强。 

3.2.5. 控制变量 
本文从企业层面、高管团队层面及公司治理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并纳入分析框架。企业层面包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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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和托宾 Q 值(TobinQ)。公司治

理层面涵盖董事会规模(Board)、监事会规模(Super)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3.2.6. 变量汇总表 
本文全部涉及变量及其测度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table 
表 1. 变量说明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 TMTdigit 具有数字化背景的高管总数加 1 取自然对数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 Gretotal 绿色专利总数加 1 取对数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 SA SA 指数 

调节变量 动态能力 Da 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三项指标加权求和得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托宾 Q 值 TobinQ 当年期末公司总资产与公司市值的比值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企业当年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衡量企业

股权集中程度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监事会规模 Super 监事会成员人数取自然对数 

3.3. 计量模型 

为检验假设 H1，即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本文构建以下模型式(3-1)，检验假

设 H1。 

 , 0 1 , 2 ,GreTotal TMTdigit controls year Industryi t i t i tβ β β ε= + + + + +∑ ∑ ∑   (3-1) 

式(3-2-1)、(3-2-2)为检验企业融资约束在高管团队数字背景与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假设 H2。 

 , 0 1 , 2 ,Sa TMTdigit controls year Industryi t i t i tβ β β ε= + + + + +∑ ∑ ∑   (3-2-1) 

 , 0 1 , 2 , 3 ,GreTotal TMTdigit Sa controls year Industryi t i t i t i tα α α α ε= + + + + + +∑ ∑ ∑   (3-2-2) 

为验证假设 H3、H4，即动态能力对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3-3-1)、(3-3-2)。 

, 0 1 , 2 , 3 , 4GreTotal TMTdigit TMTdigit Da Da controls year Industryi t i t i t i t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3-3-1) 

 , 0 1 , 2 , 3 , 4SA TMTdigit TMTdigit Da Da controls year Industryi t i t i t i t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3-3-2)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如表 2 所示，从统计结果看衡量企业绿色专利总数的指标均值为 0.379，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3.497，
标准差为 0.768，这说明企业绿色创新产出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两极分化，少数头部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

绿色技术成果。解释变量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均值为 0.113，说明样本企业高管团队整体数字化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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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数字化人才在管理层的渗透率有限。方差为 0.326，反映不同企业间数字化高管配置存在明显差异。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p50 Max 

GreTotal 15,430 0.379 0.768 0.000 0.000 3.497 

TMTdigit 15,430 0.113 0.326 0.000 0.000 1.609 

Sa 15,430 −3.870 0.238 −4.477 −3.865 −3.345 

Da 15,430 0.067 0.210 −0.389 0.066 0.527 

Size 15,430 7736 4452 175.8 7736 15297 

Tobin 15,430 2.118 1.301 0.849 1.707 8.367 

Roa 15,430 0.033 0.077 −0.359 0.040 0.204 

Cashflow 15,430 0.048 0.067 −0.154 0.0470 0.244 

Lev 15,430 0.390 0.197 0.057 0.375 0.916 

Top1 15,430 32.26 14.08 8.040 30.20 69.57 

Board 15,430 2.249 0.258 1.609 2.197 2.890 

Super 15,430 1.177 0.194 1.099 1.099 1.946 
 
如表 3 所示为本研究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通过初步分析发现变量之间相关性明显。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Variable GreTotal TMTdigit Sa Da Size Tobin Roa Cashflow Lev Top1 Board Super 

GreTotal 1            

TMTdigit 0.160*** 1           

Sa 0.069*** 0.075*** 1          

Da 0.047*** 0.019** −0.059*** 1         

Size 0.017** −0.014* 0.143*** 0.039*** 1        

Tobin −0.036*** 0.048*** 0.097*** 0.030*** −0.012 1       

Roa 0.034*** 0.033*** 0.080*** −0.090*** 0.128*** 0.097*** 1      

Cashflow −0.019** −0.037*** 0.007 −0.027*** 0.042*** 0.105*** 0.423*** 1     

Lev 0.101*** −0.068*** −0.127*** −0.078*** −0.149*** −0.184*** −0.375*** −0.176*** 1    

Top1 −0.011 −0.084*** 0.089*** −0.046*** 0.150*** −0.082*** 0.175*** 0.118*** −0.004 1   

Board 0.021*** −0.035*** −0.096*** −0.014* −0.086*** −0.054*** −0.093*** −0.033*** 0.179*** −0.025*** 1  

Super 0.016** −0.059*** −0.092*** −0.052*** −0.041*** −0.096*** −0.030*** 0.005 0.199*** 0.093*** 0.251*** 1 

注：***p < 0.01，**p < 0.05，*p < 0.01。 

4.2. 基准回归 

4.2.1. 主效应检验 
针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1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列(1)为在控制行业与年份效应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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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就表中数据而言，列(1)中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系数为 0.076，即企业绿色创

新指标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会显著正向促进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1。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基准回归表 

Variable 
GreTotal Sa GreTotal GreTotal Sa 

(1) (2) (3) (4) (5) 

TmTdigit 
0.076** 0.010*** 0.074** 0.0475** 0.00924*** 

(2.897) (5.017) (2.808) (2.10) (4.86) 

Sa 
  0.273*   

  (2.068)   

TmTdigit * Da 
   0.115* −0.0159*** 

   (1.96) (−3.23) 

Da 
   0.0696*** −0.00215 

   (3.37) (−1.24) 

Size 
0.008 −0.007*** 0.010 0.0125 −0.00741*** 

(0.500) (−9.070) (0.630) (1.28) (−9.02) 

Tobin 
−0.006 0.006*** −0.008 −0.00232 0.00617*** 

(−1.136) (15.394) (−1.335) (−0.49) (15.52) 

Roa 
0.079 −0.042*** 0.073 0.113 −0.0430*** 

(1.030) (−7.151) (0.957) (1.60) (−7.29) 

Cashflow 
0.018 0.003 0.022 0.0122 0.00280 

(0.207) (0.510) (0.254) (0.16) (0.43) 

Lev 
0.135* −0.050*** 0.144** 0.153*** −0.0504*** 

(2.437) (−12.953) (2.592) (3.32) (−13.07) 

Top1 
0.001 0.001*** 0.001 0.000705 0.000625*** 

(1.364) (8.064) (1.210) (0.77) (8.09) 

Board 
−0.023 −0.001 −0.024 −0.0234 −0.000629 

(−0.941) (−0.360) (−0.978) (−1.09) (−0.35) 

Super 
0.126 −0.005 0.129 0.0711 −0.00469 

(1.697) (−0.954) (1.744) (1.14) (−0.90) 

_cons 
−1.573 −2.858*** −0.799 −2.320 −2.865*** 

(−0.578) (−20.180) (−0.291) (−1.38) (−20.2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430 15430 15430 15430 15430 

adj.R2 0.691 0.976 0.691 0.735 0.981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 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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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4列(2)、列(3)所示，融资约束(Sa)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回归系数为 0.010，且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团队的数字化背景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即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前半段结果。

在引入中介变量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系数由 0.076 变为 0.074，且中介变量融资约束和解释变量高

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分别在 5%和 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验证了本文假设 H2。 

4.2.3. 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 4 列(4)、列(5)可知，针对企业绿色创新回归结果，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动态能力的交互项系

数为 0.115，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企业动态能力确实能够加强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业绿色创

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支持假设 H3 而针对企业融资约束回归结果可知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动态能

力的交互项系数为−0.0159，在 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企业动态能力削弱了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

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支持假设 H4。 

4.3.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本节将先后聚焦是否高科技行业、是否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

行分类研究，探讨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在不同企业环境中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 
如表 5 所示，在非高科技行业样本中，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157，且

显著为正，这类企业为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化管理转型来突破绿色创新瓶颈。相比

之下，高科技行业的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系数仅为 0.0284，且表现不显著，这反映出高科技企业组织

固有的研发体系可能弱化了高管个体特质的边际贡献。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不

同行业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系数为 0.162，且表现显著，

表明数字化高管对这类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源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面临更迫

切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数字化高管的引入能够有效弥补其在绿色技术研发和管理体系上的不足。相比之

下，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表现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

创新更多依赖于固有的研发体系和技术积累，高管个人数字化特质的边际贡献相对有限。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Variable 

GreTotal GreTotal 

高科技行业 非高科技行业 劳动密集型 非劳动密集型 

(1) (2) (1) (2) 

TmTdigit 
0.0284 0.157** 0.162* 0.0227 

(1.07) (3.21) (2.19) (0.63) 

Size 
0.00624 0.0127 0.0155 0.00987 

(0.39) (1.12) (1.93) (0.75) 

Tobin 
0.00229 −0.0128 −0.00732 0.000497 

(0.38) (−1.65) (−1.33) (0.08) 

Roa 
0.0996 0.0255 0.0751 0.0816 

(1.08) (0.25) (1.0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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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hflow 
0.0189 −0.000531 0.0467 −0.0321 

(0.18) (−0.00) (0.47) (−0.29) 

Lev 
0.208** 0.0238 0.0394 0.180* 

(3.36) (0.37) (0.66) (2.41) 

Top1 
0.00190 −0.00127 0.00262 0.000130 

(1.50) (−0.98) (1.87) (0.07) 

Board 
−0.00200 −0.0629* −0.0367 −0.0122 

(−0.07) (−2.09) (−1.24) (−0.43) 

Super 
0.145 0.00598 −0.0578 0.157 

(1.64) (0.08) (−0.84) (1.06) 

_cons 
−1.447 −1.996 −115.3 −77.33 

(−0.53) (−1.03) (−1.93) (−0.75)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10484 4946 4550 10880 

adj.R2 0.734 0.723 0.011 0.015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05，**p < 0.01，***p < 0.001。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4~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烙印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理论

框架，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验证了企

业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以及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具体影响机制。再者，研究进一步

考察了行业异质性特征，分别从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劳动密集型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角度，

揭示了数字化背景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表现。经过上文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 高管团队数字化背

景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具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能够凭借其技术洞察与资源协调

能力，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2) 融资约束在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数字化背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3) 企业动态能力

在影响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动态能力显著强化了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此

外，动态能力削弱了数字化背景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4) 行业异质性检验发现，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

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高科技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行业特征与创新

模式间存在重要的匹配关系。 

5.2. 研究建议 

本文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企业层面应重视数字化高管引进。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有效促

进绿色创新，且动态能力正向调节这一关系。因此，企业应积极引入具备数字化背景的高管，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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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识别绿色技术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提升动态能力，以增强数字化战略的落地

效率。 
第二，政府层面应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发挥企业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鉴于数字化背景的促进作用在非高科技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建议政府针

对不同行业特点制定精准扶持政策。对上述两类行业，可提供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针对性激励，支持

其引进数字化人才与开展绿色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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